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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的财富观本质地表现在对财富主体本质以之为前提的那个基础——私有制之批判，而这一批判过程又是建立在对现代形而上学的两大基本支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基础之上而来。在上述批判路径视域下的马克思财富观对于当代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及其分析能够提供深刻与广泛的理论解读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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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来源及其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以详细阐述和批判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正是在论证财富主体本质并用以分析时代社会现实基础上，揭示出劳动与财富（资本）的对立，从中发现财富的秘密及全部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即当前所谓“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科学解释，特别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人之根本生存方式。以财富问题为基础而展开的论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现实借鉴意义，马克思哲学的财富观及其当代意义在这个视域内被突显出来，由此我们可以指出：研究马克思哲学在财富问题上的基本理论态度，特别是对财富本质问题的论述及其所做出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切中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课题。
由此一来，本文的任务是：（1）现代形而上学的财富观，特别是斯密和黑格尔的财富观之内容；（2）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及其结论；（3）马克思对形而上学财富理论批判的实际意义。
（一）

倘若把财富首先理解为物质财富，财富问题则必然地与人类生存方式联系在一起。毋庸置疑，满足人类自身吃穿住喝等物质需要是人类自身得以延续的首要条件，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个“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1]P78。但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这些吃喝住穿等物质需要的手段是什么？这个手段绝不是康德仰望星空式的“外部反思”，因为那只是精神领域内的事情，物质生活资料绝无可能从对星空之仰望中来。唯一的方式只能是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劳动，即财富这一关乎人类根本存在的逻辑前提是人类的生产劳动。简言之，在财富——人类生存——劳动的关联中，我们得以展开对财富本身的讨论，正如洛维特指出的那样，“就人的存在无非是在世界中的一种活动而言，劳动绝对是属于人的存在的”[2]P35。显然此处洛维特意在指出物质生产劳动之于人的存在方式的重要性。但更可从中看出劳动作为一种活动便是创造出了财富。财富问题伴随人类存在而产生。
把财富看作是劳动的结果，并且将之理论化而生成一种理论体系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这一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国民经济学那里——按照英国人的说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值得提及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之前对财富问题的研究及其结论并非必然地来自人类的生产劳动：重商主义首次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总结指出财富来源于货币与流通，而当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取得支配地位时，继而出场的重农主义在把劳动产品仅只等同于农业产品前提下，提出财富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换言之，一件物品的使用价值决定着人们的活动方向，或说无使用价值的东西绝无人类劳动过程加之于其上。将财富来源问题归于产品之使用价值的观点早在重农主义之前已经出现：理查德·坎蒂隆就认为“塞纳河里一瓮水是一文不值的，因为那里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在巴黎街头情况就不同了，人们为此是愿意付出一文钱的，这一文钱就是运水者劳动的代价。……但是往往会看到，有些事物是具有某一内在价值的，而在市场上并非按这一价值出售，这时决定市场价格的是人们一时的意兴和想象以及他们所消费的数量”[3]P248——249。一文不值的塞纳河水让人们愿意付出一文钱的理由在于河水的“内在价值”，即河水之使用价值，这与接下来坎蒂隆所列举的小麦的“内在价值”本质的相同。但坎蒂隆却认为事物的价格是由人们“一时的意兴和想象以及他们所消费的数量”这一观点在今天的经济学理论看来显然不是经济科学，即用经济科学的概念、范畴所进行的论证。换言之，这一说法表明在作者那里经济学还远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斯密第一次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把对经济现象与活动的研究逻辑化、概念化、体系化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起一整套科学体系，财富问题也获得更科学的阐释。黑格尔曾就此专门赞赏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贡献：“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偶然性找出了规律”[4]P205。斯密如何向我们展现经济科学体系？又是在何种起点上来谈论经济学范畴及其规律并如何看待财富问题？这些疑问都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看到。“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5]P1。斯密回答了财富的来源问题并从中已经看出本质地与以往理论不同。具体地说就是：（1）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不同的是，斯密重新论证财富的源泉在于人的劳动，这也同时就意味着人的劳动绝不会像重农主义那样局限于农业部门，而是涵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否则斯密不会在其后的论述中大谈扣针、酿酒的生产。斯密关于财富来源学说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2）由此一来，劳动 不仅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的起点或基础。换言之，斯密对于经济科学的论述正是从属人的劳动开始；（3）如果简略地论述斯密是如何建立起“经济科学”的，我们可以在分工——生产力增进——交换——劳动——工资、利润、地租的内在逻辑线索中看到，斯密不仅使用了一系列经济学专属概念范畴，而且进一步论述了各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管是分工、交换还是劳动本身，都属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而谈及分工与交换、恰已证明人的状态已处于生产——劳动之中。劳动的基础性地位在斯密的经济学体系构建中已被清楚地道说出来。
斯密对财富来源问题的回答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哪些思想之“营养”？这种对后世之研究所起的启示作用可简要论及以下几点：
第一，创造性地提出并科学阐释人类劳动——人类有意识的而非本能式的劳动作为财富获得的唯一方式。从现实来看这一结论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殖民扩张等社会实际联系在一起 并且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就此评价指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1]P154。不难看出马克思肯定了斯密关于财富来源于属人的劳动这一观点，于是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大谈劳动作为财富创造的唯一手段为何使劳动者自身陷入绝对贫困，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沿着这一批判线索进一步指出，劳动不仅是财富增长的唯一手段，还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这就是说，劳动作为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劳动生产出了满足人类自身存在的物质生活本身，而“物质生活本身”是什么？正是指财富。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反思后提出财富创造着和拥有者之间发生分离的结论，继而指出分离之结果便是财富私有、阶级对立等社会现象的出现。总之，没有斯密的财富观为基础，马克思则不会得到一个批判的对象继而在超越此种批判的界限之外创造出自己的财富学说。
第二，人性及财富的属人问题被提示出来。从另一角度来说，斯密将财富的唯一来源视为劳动直接提示着：我们可直接在劳动——财富的内在逻辑发展线索中进一步推论出人——劳动——财富的结论。这种推论及结论意义在于：劳动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而人又是劳动活动的主体，人在拥有了财富之后情况如何？此一问题本质上不仅讨论财富的所有权问题，还在于关涉到人性问题。斯密就此乐观地指出：“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5]P11。抛开斯密观点的科学性与否，单就斯密能够把财富及其所有权与人性、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考察已经是对经济科学的很大贡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里的财富问题所放置的领域已不再局限于自然主义和经济学领域，而是已进入属人的社会领域。这种研究财富问题的重大转向及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自此财富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象，毋宁直接说成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这个视域内马克思揭示了财富与人关系的本质——即那个“财富的主体本质”问题，财富与剥削的秘密由此向我们呈现，人类历史的诸多哲学阐述得以展开。
众所周知，当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得以极大发展之时德国的经济状况却相对落后，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却以自己的哲学思辨思维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作出了哲学的阐释，黑格尔是这种研究的首要代表。也就是说，斯密经济科学及其成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黑格尔在吸收经济学发展成果并完成了对它的哲学表达时也开启了哲学关注并解释社会现实的道路，用思维的辩证性来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方法的根本方式被黑格尔开创出来。伽达默尔精准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就此评论指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这条道路正是以经济科学为基础的哲学道路。其对于当前现实、时代意义如何？伽达默尔想自己提问道：“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要想理解好人类自身的诸种问题特别的是生存问题，或许黑格尔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提供给我们一条根本样式：“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6]P113。
黑格尔财富观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又何以形成如此观点？换言之，黑格尔将对社会现实做出哲学分析的起点置于何处？不管是早期著作《伦理体系与思辨哲学Ⅲ》中谈到的“需要的体系”[7]P37、167，还是晚期《法哲学原理》再谈“需要的体系”[4]P204，整个思辨体系都明白无误地表明黑格尔正是从斯密的起点开始——劳动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展开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批判从而思辨体系的构建。在耶拿前期著作《耶拿实在哲学》中，黑格尔用经济学原理本身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工具革新、新机器采用以及人的异化等，这些立足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无疑受到斯密学说的直接影响。正如贺麟所说，“黑格尔与亚当·斯密的著作接触后，在思想发展上起了一个转折。黑格尔把劳动当作人的自我证实的中心方式，把劳动当作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扬弃僵化的外界客观性和自我发展的推动力”[8]P41——42。尽管黑格尔根本目的在于使经济现实的发展现状服务于精神运动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分析财富问题并用于对社会现实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哲学与经济学在一个共同契合点上统一起，且经济科学得到了思辨形式的科学体现。
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劳动是受到“节制或限制的欲望”[9]P130时，我们看到黑格尔向我们呈现出如下双重含义：（1）与斯密观点本质相同地点名财富之唯一来源在于属人的劳动，并着重分析了作为人的劳动与动物本能的区别，之所以把劳动称为“节制或限制的欲望”，主要是表明动物本能活动把对象直接消灭以满足自身需要，而人的欲望体现出的是一个过程及其在此过程中人的创造力，即对象不仅未被消灭反而被改变了自身形态、获得了自身持久形式，这就是推迟节制的欲望之本意所在；（2）“需要”之于“欲望”虽则同具有属人性质且对象相同，但后者之于前者的表达更进一步表明财富的所有权问题。这就为黑格尔将经济学术语“利己心”上升为思辨表达奠定了基础：经济学范畴的私有制即将获得它的思辨形式——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而对财富问题的全面论述则是在《法哲学原理》中。斯密的“利己心”被黑格尔表述为“纯粹人格”占有私有财产这件事情，而关乎人类生存之需被称为“主观需要”，自身之外的他人需要则被称为“同样是别人需要意志的所有物和产品”。作为“所有物和产品”——本质地表现为社会财富——获得方式的劳动被称为“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媒介”，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把私有财产称为“所有权”[4]P50。简言之，财富被视为私有财产这件事情已表明财产的私有本质。黑格尔正是将“纯粹人格”建立在拥有私有财产基础上使个体权利成为理性的社会存在：“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4]P50。黑格尔不仅以意识的思辨性肯定了财富本质地归私人占有，而且也使社会现实成为理性主义之内的事情。在彻底完成对财富问题的思辨表达后，黑格尔曾赞扬古典政治经济学，称其为“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他替一大堆偶然性找到了规律” [4]P205。
若简要总结黑格尔的财富观，其内容可大体概括为：（1）在财富来源问题上，黑格尔继承并肯定了斯密的观点，即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这一承袭不仅从经济科学领域回答了财富起源问题以区别于经济学前史的诸种观点，更从哲学上强调了劳动对于人类存在的重要性；（2）在财富本质问题上，不管黑格尔称其为“所有权”、“普遍财富”还是“特殊财富”[4]P210，实则都脱离不开继承自斯密的利己心之主观需要这一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从黑格尔坚决拒斥柏拉图关于财产公有的论证以及人格意志必须建立在占有私有财产等观点可看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它必须属于私人所有，即财富的私有本性被表达出来；（3）由前述两点可总结得出，形而上学的思辨财富观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本质地相同：在财富所有权问题上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被前者称为“纯粹人格”，而被后者称为“利己心”。特别是黑格尔的财富观，既能够服务于政治国家学说（社会现实），又构成了意识思辨运动的起点（形而上学），在现代形而上学基本体系内，经济学获得了完美的哲学形式。正如洛维特如此评价黑格尔的这项创举：“黑格尔如何特别现实主义地和有远见地停留在他的调和矛盾和意图之内，需要的体系的第一节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他那里，他的哲学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马克思做到的那样，认真地对待新生的国民经济学，……它是一门与思想联姻的科学”。[2]P365
（二）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

如果论及当代人类生存于其内的世界状况以及所面临的诸种问题可被概括为“现代性”问题，如果现“现代性”的两大根本特征可被概括为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10]P69，那么资本原则首当表现为财富的所有权问题，继而可以说私有制这一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那里得以充分阐述。而马克思的财富观正是建立在对前述两者批判基础上提出与现代形而上学本质不同的观点，这种理论创新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及“现代性”诸种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实际指导意义。
如果说斯密的财富观——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之现实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等原因——已进入“现代性”语境，那么马克思对斯密财富观的批判则本质地反映出对“现代性”弊病的诊断与诊治。斯密的财富观若简单地依循利己心——分工——交换——劳动——财富之线索来领会，那么马克思针对这一阐述提出了诸多疑问，如：（1）造成分工的原因是否真的像斯密所言是交换的自然倾向、满足私利的行为？（2）是否像斯密所说，假定个人在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继而经过自然主义的交换最终达到个人财富的增加、社会的普遍繁荣？简言之，是否财富——即劳动产品自然地归其创造者所有？若是，那又如何解释社会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3）如此一来，个体劳动与财富创造关系到底如何？即模式追问“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意义何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回答了上述疑问。他就斯密的财富观做过精要总结：“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它起源于交换和买卖的倾向，……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任性而是利己主义”[11]P137。不难看出，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对斯密财富观的批判：第一，是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劳动的无限生产能力，还是深灰生产发展促进了劳动分工？按照斯密的回答则是分工促进了无限的生产力，因为分工是由人们出于利己心而进行的自然交换倾向。只要我们通观《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难发现斯密经常使用的“自然价格”、“交换的自然倾向”、“财富的自然发展”等术语，无不清楚地表明斯密经济学受到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重农主义影响之深刻。自然主义的影响并不能在新生的经济科学这里得以彻底消除；第二，继而可以得出，交换决定于具有利己心的个人或自然之需。但就交换及其交换的对象本身来说是这样吗？交换的对象是劳动产品——作为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因此交换必定本质地同人这一劳动活动之主体相连。即交换体现的应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说是“人性”而绝不是斯密所言的“自然倾向”。由“人性”可进一步得出交换与其说由“”人性决定，不如直接说由人的社会历史性决定。总之，交换、分工等关乎人类行为的活动都应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性视域中来考察，而绝不能仅仅认为是自然主义的事情。如果仅只讨论财富的“自然性”实则无需进一步发明创造出交换、分工、价值等社会历史性概念，只需停留于物品的使用价值等自然属性即可。
可见，马克思实际上在关乎斯密财富观最根本的前提之处提出了彻底的否定性意见，即彻底否定了交换的自然主义倾向之说。为进一步推翻斯密财富观最本质的那一度——劳动以之为前提的条件，马克思转向社会现实，着眼于“财富”本身提出疑问：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各阶级会达到普遍富裕，另一方面“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所兼并，而且永无再分散的可能”，“大官爵的排外特权”[5]P353等描述已然暴露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等事实。如何领会并阐释这一矛盾？毫无疑问，财富并非天然所赐而本质地属于人的劳动产物，斯密所坚持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说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呢？
只能从斯密赖以出发进行逻辑推论的起点处开始考察。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11]P50、199注释32。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没有必然性的基础？因为国民经济学家认为交换是自然主义的倾向。可见：在需要考察人类行为特别是劳动活动时，需要将其放到人类自身社会中去研究时，国民经济学家的脚步却停留于自然主义之内，在财富属人的那个界限之外开始构建的经济科学当然是一个未加批判和澄明的前提之上，马克思进而将其称作是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11]P51。马克思最后总结指出：“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11]P138。总之，造成分工的原因绝不是交换的自然倾向，而在于财富的私有本质，即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财富的私有本质或私有制才是造成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根源，在这个根源所在的界限之内，现代形而上学使自身陷入理论困境和现实危机之中。
马克思于是有充足的理由将斯密的劳动概念称为一般劳动或抽象劳动，因为这一观点并不能解释财富创造者自身绝对贫困之悖论。“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11]P76。在财富的主体本质——劳动或一般劳动以之为前提的那个界限内，即在私有制界限内，国民经济学将之看作是再自然不过的合理性从而未加任何批判而将其视为自己理论体系的起点，结果反而得到财富称为其创造者的异在之状况。“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被扬弃了”[11]P74。这种扬弃的结果便是自身理论起点与社会现实处于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之中。一般劳动对于劳动者自设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利用国民经济学自身存在的两个二律背反做出回答，更为详细的批判分析被展示在其异化劳动理论之中。我们无需再赘述这一理论及其四个规定性，只需指出，马克思对斯密财富观的批判本质地表现为对私有制这一前提的批判。马克思把“财富的主体本质”或“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称为一般劳动，而将资本称为“客体化的劳动”或“积蓄的劳动”[11]P78。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界限内，财富的本质必然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如前所述，黑格尔的财富观就其内容来说与国民经济学本质相同，只不过将经济科学的内容采取了思辨表达的形式。黑格尔不仅继承了斯密的私有财产之思想，连自然主义的倾向都保留了下来，因此马克思有理由将国民经济学的一般劳动在思辨语境下称为抽象劳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在黑格尔这里如何获得思辨的表达？《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把斯密的结论“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表达为“普遍而持久的财富”或财富具有普遍性。“普遍物”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是什么？是抽象劳动。在分析“特殊财富”产生原因时黑格尔认为应归之于劳动者自身占有的基础财富及其个体的技能、凛赋、体质等偶然因素 [4]P211。个体私有财产的占有状况真的如黑格尔所说可以由上述偶然因素决定？与财富创造的普遍性随之而来的是创造者自身贫困状况的普遍性，而不是说某个个体因其自身体质与天赋较好就可以改变自身的劳动者身份或不会使自身陷入绝对贫困状态。这种贫困状态已经表明黑格尔所说的“自己的直接基础”已近乎没有基础的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没有就不行”的状况。这样的基础和谈财富的普遍性？总之，财富占有的极大不平等从社会现实状态来看不是像黑格尔说的那样，黑格尔之所以如是说，恰是因为他理所当然地将财富占有放在哪个自然倾向之上，根本未曾研究“特殊财富”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财富的创造与拥有已然发生分离。当劳动者陷入绝对贫困而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家）时，自身创造的财富就是他的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被资本控制后转化为人对人的剥削关系。
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即批判视域放在社会历史领域而不再形而上学家们一样从自然主义的交换倾向出发来推论一切。换言之，在现代形而上学家们再自然不过的普遍财富实则背后反映出的是利润、价值、特殊财富从而最终都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产生这一对立的根本则是私有制——财富的私人占有这一事实。马克思正是立足于这一点一再提示我们“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关系”[11]P63是什么？在私有财产之界限内必然表现为财富的创造者同时绝不是拥有者，最终马克思将这一“财富的主体本质”称为“异化劳动”。
不管是“交换的自然倾向”语境下的财富观（资本），还是“普遍财富”和“特殊财富”下的财富观（形而上学），其共同点根本地表现为财富的主体本质以私有制为前提，或说视财富的私有权为自然之事而无需怀疑。就此而言，马克思对斯密财富观的批判和对黑格尔财富观的批判本质地表现为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财富创造方式——劳动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用“异化劳动”一词来阐述“财富的主体本质”，无不揭示出现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立场：财富的私有占有，或直接说归资本家占有成为市民社会的合法原则。
当利己心被黑格尔视为市民社会“结实和坚固的东西”时，全然表明现代形而上学的“两大支柱”在财富问题上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不仅承认财富的私有本质，甚至连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前提都一致地理解为一般劳动或说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人的状态呢？现代形而上学家们发现却无法解释的现象则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劳动理论中阐述的内容，此一内容无需赘述，我们只需总结指出：马克思用自己创立的“感性活动”理论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阐明财富本质地应归劳动者所有，因此他所说的“消灭劳动”并不是消除“一切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而是指要消灭造成劳动者绝对贫困状态的异化劳动或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般劳动。总之，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即资本原则这一现代性的根本原则的批判之界限之外，就是财富创造着自身解放的起点。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不能不是深入到现代形而上学之根基处，因为也不能不是带有根本性的否定和超越，更不能不是切中当时乃至当代社会现实之根本的阐述，马克思利用自身创立的实践学说所做的批判工作在当前应有的当代意义便被无可置疑地显现出来。
（三）马克思财富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

如前所述，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最终根本地志向了财富主体本质以之为前提的那个基础，也即“现代性”语境中的资本原则，那么谈论马克思财富观的当代意义则必须立足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当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否仍表现为“资本”原则展支配地位？换言之，当代社会的基本状况是否已然脱离“现代性”语境而发生根本转变？如果答案为肯定，那么马克思财富批判理论必然具有其当代现实意义，否则便是一个伪命题。
答案是肯定的。“现代性”语境中的资本原则在当下仍然占支配地位的状况是一个基于当前社会现实的一个正确判断。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对当代世界状况的基本判断是经济全球化，大体可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发展手段在全球被广泛采用。在这种语境下作为市场要素的“资本”，成为支配其它一切市场要素的决定性力量而成为主导原则，其所具有的全球化、普遍性之本性实则具有必然性；第二，现代社会的起点是什么？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出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判断应当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因为正是在这个起点上使机器大工业成为可能、资本原则之普遍性得以展开。从这个角度说，人类文明进入现代社会暨“现代性”之中。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之状况所代表的界限之内，资本原则这种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控制力不是减弱而有加强趋势。第三，“现代性”中的生产，特别是作为主流化方式的全球化资源配置式生产，无论是哪个具体环节：分配、交换、消费等无不受利润目的之驱动，这一点就连形而上学家们都知道：“需要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4]P207。这其后的根本力量又怎能否认是资本原则呢？即便是被我们视为“符号”的那些消费品，符号背后的那个作为实体存在的产品又怎能否认是劳动的产物？而这一财富的主体本质又怎能否认不是在资本原则的支配下而进行？简言之，作为“现代性”基本原则——资本原则——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从未被改变过，那么也即提示出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所做的批判，特别本质地针对资本原则的批判必然具有现实意义。
以市场为基础和普遍方式的当代世界，财富本质地表现为资本逻辑、原则，此种视域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必然地表现为在财富私有前提下的对立，继而会带来诸种至今仍未我们热烈讨论的“现代性”问题：财富不均、社会矛盾与对立、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伦理与信仰缺失等。人类在面对上述诸多“现代性”问题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或方式使人类自身生存之根本问题不受自身行为之威胁？宫川彰的研究或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直接提示着马克思哲学针对财富问题所作的现代性批判仍是人们借以解决当代问题的根本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在金融危机或虚拟经济背景影响下一直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使思想家反思如何走出“现代性”危机继而实现经济发展，他们基于上述事实重新解读“什么是财富”，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指出，“可以看出最富裕阶层掠夺了所有其他阶层的财富，贫富差距在明显扩大。揭开这个谜团的理论根据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论述美国经济繁荣的本来面貌，正是《资本论》最重要的使命”，特别在结合日本当今发展现状分析之后，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提供劳动得到工资的方式和资本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滚雪球式的增加方式，就是资本积累的结构。正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说明的那样，资本的厚颜无耻、可怕和贪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思考范围。因此需要借助马克思的分析成果理解其内涵”[12]P11——12。上述观点更使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那种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前提下的财富创造者自身的绝对贫困状况的当代表现，都是资本原则支配下的必然结果。
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马克思这里。马克思在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过程中，深刻地向我们说明人的异化状态，由此我们全完可以直接指出，在超越私有制或资本原则的那个界限之外，马克思在完成财富批判理论之后向着人类未来而进行的制度设计、蓝图规划仍是当代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是唯一科学、可行的目标。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评价与其自身更加密切的资本原则？其态度或结论对于马克思的财富批判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许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涉及整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流派和观点，在此我们不可能详加论证，但正如胡大平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探索的全部历程再次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结构，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构型，只要资本主义不终结，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代替探索就不会停止。我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13]P32。这一观点在对待资本主义或资本原则的态度上与伊格尔顿的说法本质地相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都对此表示认同。……马克思本人是十分清楚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一个事实的。……既然马克思早已洞察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能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呢？……他还预见了所谓的全球化——一个真正思想陈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14]P7。简言之，即便是在当前所谓的消费时代、金融社会等话语中，马克思的财富批判理论特别是针对资本原则所展开的批判及其结论，仍是“活着的理论”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继续发挥不可动摇的指导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指出，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的批判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根本地指向当代人们对待资本原则的态度以及由马克思基于批判对未来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具体地说就是：
第一，资本原则在现代形而上学财富观中未加澄明的前提，在马克思的财富批判理论中得以彻底阐述，不仅阐述了在这种原则支配下人的异化状态，更为根本地是这种原则仍是当前社会的支配地位，这就决定着马克思的批判工作也不得不是“原则高度”的，对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则无需质疑。

第二，只要当下“现代性”话语未结束，上述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在这一界限之内绝不可能消失，除开资本原则的终结或“现代性”语境的结束，否则马克思经由财富批判理论所提示的对社会发展的未来道路则仍是活在当下的理论。在论证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时仍需回到马克思这里。
第三，这种当代意义深深植根于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之中。换言之，中国当前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等话语在面临“现代性”诸种问题时该如何应对？马克思基于私有财产、财富的主体本质等分析所做出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方始显示出在这一度内的重大意义。资本的本性从其产生那一刻直到当代，无论社会形式、资本自身形式如何变化绝无本质的变化。因此有学者断言“资本原则不可能解决社会和谐问题”[15]P9不仅有其科学依据，也符合当前社会现实，正是对资本本性拨除迷雾之后的科学论断。
总之，若当代社会已然脱离资本原则的控制，财富的主体本质同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先决条件，那么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理论的批判及其结论对社会现实发展变得毫无意义。但当我们面对当前发展中的诸种问题时，不得不重申资本原则失去其控制力乃是不符合当前现实的判断。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模式财富批判理论最根本的当代意义便在于：“人类向着未来开展其历史——实践的真正筹划……方始有可能真正创造性地开启出我们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来”[10]P84。简言之，中国发展之道路，必须认真地分析和对待财富的主体本质这一界限才会驶入科学的发展轨道。而要做到科学对待财富主体本质这一“现代性”语境下的根本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重视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财富理论所做的批判工作及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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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que of Marx on the Concept of Wealth to Modern Metaphys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ang Wenche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201701,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issue of Marx on wealth is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private ownership. The concept of wealth of modern metaphysics includes two character and Marx’s whole attitude towards them. Mars’s conclusion has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n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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